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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问题解决中惯例的测量及其微观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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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惯例是一种群体的程序化行为, 类似于思维定势, 其实验测量最早源于 Cohen 与 Bacdayan (1994)
发明的 TTT 扑克牌游戏。研究选取 35 对两人组被试, 在问题解决的框架下采用微观发生法的思路重新设计

实验任务, 探讨了两人问题解决中惯例的表现,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惯例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结果表明：

(1)修改后的 40 局 TTT 扑克牌游戏中存在明显的惯例现象, 这可以从可靠性、速度、重复的行动序列、基于

特定策略的行为模式和偶尔的次优性 5 个指标进行验证和描述。(2)惯例的产生是在行为掌握基础上, 不断

进行表征重述的结果。这一过程体现了惯例的产生是程序性知识转向陈述性知识、无意识转向有意识、稳

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 
关键词  惯例; TTT 扑克牌游戏; 问题解决; 策略; 微观发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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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问题解决作为心理学的核心议题, 其研究长期

以来限于单个人, 较少涉及两人及以上群体。然而, 
这不符合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是靠集体力量完成的

生活现实。惯例(routines)作为组织的核心特征(此时

一般称为组织惯例), 是 March 和 Simon (1958)提出

的用群体问题解决思路探讨组织问题构想的例证, 
其 研 究 涉 及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各 个 分 支 (Feldman & 
Pentland, 2003; Salvato & Rerup, 2011)。本研究综合

以往论述(Becker, 2008; Cohen & Bacdayan, 1994; 
Egidi, 1996), 从操作定义的角度将惯例界定为两

人或多人在面临重复性的问题解决任务时习得的、

互相依赖的、可识别的、行为模式或策略。这一概

念从认知和行为两个角度界定了惯例, 为实验研究

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从个体层面理解的惯例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Luchins (1942)有关思维定势的一系列研究。群体层

面惯例的实验研究始于 Cohen 与 Bacdayan (1994)
发明的扑克牌游戏(Target The Two, 简称 TTT), 它

被评为惯例整体上缺乏实验研究大背景下“最重要

的例外” (Becker, 2008, p.301)。本游戏使用 6 张扑

克牌(2♥, 3♥, 4♥和 2♣, 3♣, 4♣)由两人合作完成, 
格局见图 1：每个玩家各持一张牌(看不到对方的牌, 
不允许交流), 其余 4 张牌分两明两暗 4 张牌摆在桌

面上。游戏目标是通过两人轮流用手里牌与桌面上

的牌进行交换(可不换, 但仍算走了一步), 将 2♥换

到目标位置。首先换牌的一方为同色玩家(她), 只

有当她手中的牌与目标位置的牌是同花色时(均是

♥或♣), 才能换目标位置的牌。另一方为同点玩家

(他), 只有当他手中的牌与目标位置的牌是相同点

数时(均是 2, 3 或 4), 才能换目标位置的牌。换其他

位置的 3 张牌无任何限制。换牌后, 保持牌原先明

暗不变。每完成一局小组将获得一定奖励(如 1 美

元), 但每走一步要扣掉一定奖励(如 1 美分), 游戏

结束后两玩家将获益平分。游戏一般约进行 40 局。

1996 年 Egidi 将现场进行的游戏改为计算机版。 
Cohen 和 Bacdayan (1994)认为本实验模拟了组

织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同色和同点玩家的限定造

成能力的不对称以及对能力和角色分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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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手中的牌及桌面暗牌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和

不确定; 总体来说 , 通过合作两个玩家都能获益 , 
但当合作失败时两人的效率还不如一个人的效率

高; 各小组成员的角色会随着各小组发展出有效的

游戏方法而逐渐构建起来; 这种学习过程形成了一

个微小而短暂的组织。 
 

 
 

图 1  TTT 游戏的初始牌局 

 
游 戏 中 惯 例 的 测 量 通 过 四 个 判 定 指 标 实 现

(Cohen & Bacdayan, 1994)：(1)可靠性增加。这一指

标体现了组织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 可用所有玩家

玩每局游戏时所需步数的变异性体现。(2)速度增加。

面对陌生环境时惯例化的行为要比深思熟虑的决策

快。它可用玩家完成游戏所用时间随局数增加而减少

来体现。(3)重复的行动序列。构成惯例的诸多行为是

随时间重复的, 玩家会逐渐从“一次考虑一步”发展为

一次考虑一个“组块”。(4)偶尔的次优性。游戏中玩家

会被锁定于某行动序列, 即使有更有效的方法也不

去采用。此外, Egidi (1996)通过关注目标位置牌的移

动构建了本游戏的问题空间图(图 2), 提出了验证惯

例的第 5 个指标—— 基于特定策略的反应模式。 
 

 
 

图 2  TTT 扑克牌游戏的问题空间图 
 
作为一个界定良好的问题, TTT 扑克牌游戏获

得了很多赞誉, 但它并未像问题解决研究中的汉诺

塔任务那样得到广泛应用, 个案近年来仍是惯例研

究 的 主 流 (De Boer & Zandberg, 2012; Labatut, 

Aggeri, & Girard, 2012)。这一是由于 TTT 扑克牌游

戏任务规则及完成过程复杂, 使其超过两人便难以

进行实验操纵和结果解释。例如 , 王建安和张钢

(2008, 2010)开发的三人版任务中, 问题空间图呈

网状复杂结构。二是, 验证和描述惯例的各项指标

均可继续细化和改进：(1)可靠性。这本质上代表问

题解决效率的提高。原先四分位差指标虽具合理性, 
却非原始数据, 用玩家每局所用步数及每局的获益

的变异可能会更直观地体现问题解决效率的提高。

(2)速度。这本质上是从时间角度体现问题解决效率

提高。除用被试组完成每局游戏所用平均时间外, 
还可用每组被试完成每局游戏所用总时间及每一

局游戏的平均步时来刻画。(3)重复的行动序列。可

尝试用量化方法描述重复的行动模式, 并探索被试

每步换牌选择的位置上的行为固着。(4)偶尔的次优

性。可尝试通过个案分析更为直观地展示。 
与实验研究进展缓慢形成对比, 惯例在组织行

为学、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并出版了《组织惯例手册》(Becker, 2008), 但其研

究中仍存在如下悬而未决的问题：(1)惯例的意识

性。惯例是自动、无意识的 (Cohen, 1991; Stene, 
1940), 还是需要意识努力(Feldman, 2000; Feldman 
& Pentland, 2003)的？当前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

点。(2)惯例的稳定性。基于生成观理论(Feldman & 
Pentland, 2003; Pentland & Feldman, 2005; Pentland, 
Feldman, Becker, & Liu, 2012), 惯例同时具有稳定

性和变化性, 这可解释组织技术及知识创新、演化、

动态能力的形成、组织适应等。然而, 这些大多基

于理论推断, 缺少实验研究的支持。(3)惯例与陈述

性知识的关系。自 Cohen 和 Bacdayan (1994)证实惯

例作为程序性记忆存储后, 研究者们大多在这个框

架下讨论惯例的特点, 很少关心惯例形成和变化过

程中陈述性知识的作用。王建安和张钢(2008)证实

带有陈述性知识特征的图式对惯例具有重要影响, 
但未说明惯例本身是否含有陈述性知识的成分。 

上述问题集中体现为当前缺乏惯例从无到有

产生过程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当前大多研

究只能对已存在的惯例进行分析, 无法分析其形成

过程。心理学中用于探测认知变化的微观发法使之

成为可能。微观发生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发生法和纵

向研究方法 , 可以细致地刻画学习过程如何发生 , 
现已广泛应用于探测问题解决中几天、几周内的认

知和策略变化(辛自强, 林崇德, 2002; Kuhn, Goh, 
Iordanou, & Shaenfield, 2008; Luwel, Sieg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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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chaffel, 2008)。惯例作为问题解决中形成的策

略, 存在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 同时, 计算机可以

记录 TTT 扑克牌游戏中的所有变化。因此, 理论上

微观发生法的分析思路可以探测惯例产生过程。然

而, 微观发生法本质上只是一种精细的实验设计和

数据分析的思路, 它相当于一个放大镜, 将认知变

化的路线、速率等清晰地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中。但

是, 放大镜具体应聚焦于多局游戏(相当于重复进

行了多次问题解决)的哪个位置, 还需要相应理论

的指导。Kamiloff-Smith (2001)提出的表征重述理

论可能满足了这种需要。本理论认为, 知识或策略

的获得是个体对原有表征不断进行重组、建构, 逐

渐把行为程序中存储的内隐知识转变为外显知识, 
并为认知系统其它部分所利用的过程。受这一理论

启发, 可将多局 TTT 扑克牌游戏划分为不同阶段, 
分析每个阶段内行为的变化。 

综上, 本研究的目的一是对基于 TTT 扑克牌

游戏的两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进行验证和描述, 将

Cohen 和 Bacdayan (1994)提出的指标进一步完善; 
二是采用微观发生法的设计和分析思路, 对惯例从

无到有的产生过程进行描述, 解决以往研究中有关

其意识性、稳定性及与程序性知识关系的争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某大学本科生 70 名, 由计算机随机分为 35

组。其中, 男—男、男—女和女—女组的人数分别为

8、14、13。经确认, 所有被试均未参加过类似测试。 
2.2  实验平台及实验设计 

本测验由专业的程序员采用 ASP. NET 和 C#
语言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环境下进行程序开发, 
使用 IIS7 作为网络服务器开发相应的测验及操控

平台。测试时, 被试注册并学习完游戏规则后, 随

机进入某个 2 人房间完成测试(界面如图 3)。电脑

自动记录每个玩家每步换的牌、所用时间以及每局

各组得分、步数和时间。 
按照微观发生法的设计要求, 测验任务需多次

重复。本研究基于 TTT 扑克牌游戏的问题空间图

(图 2), 将初始位置的扑克牌固定为 4♣ (保证完成

每局游戏的最优策略相同)设计了 40 局游戏。为控

制 2♥所在位置对初始牌局难易程度产生的影响 , 
对 2♥出现的 5 个位置(除目标位置外)进行了平衡, 
即每个位置均出现 8 次。此外, 借鉴 Egidi (1996)
的设计思路, 40 局中设置 5 局重复的游戏模板, 将前

5 局出现的模板在后 5 局重复出现。被试组每完成一

局游戏获得 100 分, 每走一步扣 2 分。测验完成后, 按

照每组获益给予被试 5~15 元不等的奖励, 并让其填

写包含个人信息和实验信息的问卷, 同时反馈自己

是否意识到所采用的策略及与组员配合的过程。 
 

 
 

图 3  TTT 扑克牌游戏界面 
 
数据以 Excel 格式从数据库中导出后, 将每条

记录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整理：计算每组被试每局所

用的步数、时间、得分、所用策略(据目标位置牌

的移动整理)及行动序列。其中, 被试换牌的行动序

列与前人一致 , 用如下符号刻画(Bonini & Egidi, 
1999; Cohen & Bacdayan, 1994; Egidi, 1996)：U—换

明牌; C—换同色玩家左侧的暗牌; N—换同点玩家

右侧的暗牌; T—换目标位置的牌; P—过牌不换。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组被试表现的描述 
首先, 整体来看, 35 组被试在 40 局游戏中平均

每局游戏获得 86.84 分, 7 步完成, 用时 2292.50s, 
每步用时 8.77s。由策略选择的事后分析可知, 35 组

被 试 大 多 应 用 4♣2♣2♥( 平 均 22.00 次 ) 和

4♣4♥2♥(平均 15.49 次)两种最优策略, 其他目标位

置牌需经 3 次(如 4♣3♣3♥2♥、4♣3♣2♣2♥)、4 次

及以上(4♣2♣3♣3♥2♥、4♣4♥3♥3♣2♣2♥)变换的

次优策略平均应用 2.6 次。通过对每个游戏模板上

被试表现的描述发现, 40 个游戏模板中, 被试组在

模板 9 上表现最好, 在模板 2 上表现最差。 
为测查是否经过多局反复解决类似问题, 各被

试组解决问题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研究采用事前事

后设计的思路对前后 5 局游戏各项指标进行了对比, 
结果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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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后 5 模板每局得分、所用步数、每局用时、每步用时的差异 
 

在得分上, 前 5 局总分显著低于后 5 局(t = 
−3.05, p < 0.01), 但只有模板 2 及 3 上前后 5 局的差

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t = −2.13, t=−2.27, ps < 0.05); 
在所用步数上, 前后 5 局总分差异不显著(t = −0.88, 
p > 0.05), 但模板 2、3、4 上前后 5 局的差异显著, ps 
< 0.05; 在每局所用时间上, 前 5 局显著高于后 5 局

(t = 3.96, p < 0.001), 但只在模板 2 (t = 3.11, p < 
0.01)和 4 (t = 2.71, p < 0.05)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在每步的平均用时上, 前 5 局显著高于后 5 局(t = 
4.23, p < 0.001), 且每个模板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 
表 1 为每个模板上前后 5 局所用策略的变化

数。后 5 局与前 5 局相比, 4♣2♣2♥策略的使用增加

了 18 次, 4♣4♥2♥策略的使用减少了 7 次, 其他策

略的使用减少了 11 次。对上述差异的卡方检验表

明 , 只有其他策略的使用次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χ2

(1) = 4.48, p < 0.05; 4♣2♣2♥和 4♣4♥2♥策略的使

用次数前后 5 局差异均不显著, χ2
(1) = 0.41/ 0.01, ps 

> 0.05。 
3.2  TTT 扑克牌游戏中的惯例 

由上述结果可知, 重新设计后的 40 局 TTT 扑

克牌游戏中可能存在惯例, 下面继续按照前述的 5
个指标对惯例进行系统验证和描述： 

表 1  各模板前后 5 局采用策略的变化数 

模板 4♣2♣2♥ 4♣4♥2♥ 其他策略

1 36 +2 −2 / 

2 37 +4 −2 −2 

3 38 +6 −4 −2 

4 39 +1 +1 −2 

5 40 +5 / −5 

5 局总 +18 −7 −11 
 

(1)可靠性增加。分别以玩家完成每局游戏所用

的步数和每局获益为因变量, 以局数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随着局数的增加, 被试组完

成每局游戏所用步数逐渐减少, β = −0.10, t = −3.87, 
p < 0.001; 每局的获益逐渐提高, β = 0.10, t = 3.83, 
p < 0.001。 

(2)速度提高。分别以被试组完成每局游戏所需

的时间和平均步时(每一局游戏的所用时间除以所用

步数)为因变量, 以局数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 结

果表明, 随着局数的增加, 被试组完成每一局游戏所

用时间和完成每一步的平均时间均在减少, β = −0.16, 
t = −6.05, p < 0.001; β = −0.11, t = −4.07, p < 0.001。 

(3)重复行动序列。对每组被试完成每局游戏的

行动序列进行总结发现, 在 1400 (40×35)局游戏中, 
以第 1 步换牌位置为起点, 存在如表 2 所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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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复的行动序列模式 

第 1 步换牌 代表模式 次数 

右上位牌:C CC*T*T, CN*T*T, CP*T*T, CT*T, CU*T*T 426 

左上位牌:N NC*T*T, NN*T*T, NP*T*T, N*T*T, NU*T*T 90 

过牌：P PC*T*T, PN*T*T, PPU*T*T, PT*T, PU*T*T 194 

目标位置牌:T TC*T, TN*T, TP*T, TT, TU*T 353 

明牌：U UC*T*T, UN*T*T, UP*T*T, UT*T, UU*T*T 337 

 
表 3  每局游戏行为模式的应用次数 

行为模式 TT PTT UTT TUPT CPTT UPTT TCPT PCPTT TNPCPT CUPTT 

完整 66 44 42 54 64 37 38 20 22 27 

模板 9, 20 14, 33 26, 29 1, 21 5, 25 28, 35 3, 23 4 8, 23 13, 18 

包含 808 576 86 153 202 178 55 105 27 30 

 
模糊行动序列。例如, “CC*T*T”代表第 1 步时同色

玩家选择换右上位置的牌, 之后同点玩家也选择换

右上位置牌, 中间经过数次变换, 两位玩家均换了

目标位置的牌而达成目标。由表可知, 不论玩家第

1 步选择换哪个位置上的牌, 都存在一定的行为模

式。对上述 5 类模糊行动序列次数的卡方检验表明

其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χ2
(4) = 262.11, p < 0.001。 

除 上 述 模 糊 的 行 动 序 列 之 外 , 在 所 有 1400 
(35×40)局游戏中 , 被试组完成每局游戏的完整行

为模式也存在重复, 表 3 为应用次数超过 20 次的行

为模式。例如, “换目标位置牌 换明牌 过牌 换目

标位置牌” (即 TUPT)的行动序列作为独立策略完成

了 54 局游戏, 还作为“组块”在 153 局游戏中出现。 
(4)基于特定策略的反应模式。由上述分析可知, 

各被试组对 4♣2♣2♥和 4♣4♥2♥两种最优策略具有

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5)偶尔的次优性。对每个游戏模板上采用策略

的分析发现, 被试一旦认定了某策略, 即使有更好

的策略也不会采用。以模板 19(图 5)为例, 若被试

组选择 4♣4♥2♥策略, 5 步即可快速完成(PUPTT)
游戏; 若选择 4♣2♣2♥策略(共 15 组), 则需先寻找

暗牌 2♣, 这可能会造成多次反复并应用次优策略

(2 组), 进行 8 步以上甚至多达到 14 步之多的换牌。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 TTT 扑克牌游戏为任务 

的两人问题解决中存在明显的惯例现象, 其主要体

现为对两种最优策略和不同行动序列的坚持。在此

基础上, 研究继续采用微观发生法的分析思路探讨

惯例的产生过程, 尤其是策略的形成和变化。 
 

 
 

图 5  模板 19 的初始牌局 
 

3.3  TTT 扑克牌任务的阶段划分 
依 据 前 述 的 表 征 重 述 理 论 (Kamiloff-Smith, 

2001)将 40 局游戏划分为 4 个阶段, 每阶段各被试

组表现见表 4。由表可知, 四阶段各项指标的变化

模式是统一的：得分上四个阶段依次升高; 每局所

需步数、每局所用时间、每步所用时间上四阶段依

次降低。 
为了检测上述各差异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 分

别以四项指标为因变量, 以阶段为自变量进行单因 
 

表 4  不同阶段 35 组被试的表现 

阶段 得分 步数 每局用时 每步用时 

阶段 (1~10Ⅰ 局) 84.04±12.36 7.95±6.14 87.48±93.07 10.15±6.07 

阶段 (11~20Ⅱ 局) 87.60±6.03 6.18±2.99 50.25±39.36 7.74±3.66 

阶段 (21~30Ⅲ 局) 87.73±6.49 6.11±3.06 46.34±34.77 7.22±3.12 

阶段 (31~40Ⅳ 局) 88.00±5.32 5.96±2.63 45.18±37.44 7.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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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阶段 35 组被试的表现的方差分析 

自变量：阶段 得分 步数 每局用时 每步用时

F 19.00*** 19.60*** 44.67*** 36.03***

df 3, 1396 3, 1396 3, 1396 3, 1396

η2 0.04 0.04 0.09 0.07 

 
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结果与单因素随机

区组设计完全一致)。由表 5 可知, 阶段主效应在四

个因变量上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s < 0.001)。进一

步事后检验(LSD)结果表明, 阶段Ⅰ的各项指标与

其余 3 个阶段差异显著, 但 3 个阶段之间均无显著

差异。 
由上可知, 被试的各项行为指标在不同阶段均

发生了变化, 下面继续采用微观发生法的分析思路

从变化的路线、变化的速率、变化模式的多样性、

变化的来源四个方面探讨惯例产生过程的特点。 
3.4  变化的路线 
3.4.1  四个阶段策略使用率的变化 

图 6 为四个阶段不同策略的使用频率, 其计算

方 式 为 本 阶 段 内 某 策 略 的 使 用 次 数 除 以 350 
(35×10=350)。由图, 虽然两最佳策略的使用率分别

由阶段Ⅰ的 56%、33%上升到阶段Ⅳ的 59%、39%, 
但对次数的卡方检验表明, 上述差异并不显著, χ2

(3) 

= 2.20, χ2
(3) = 6.90, ps > 0.05。其他策略的使用率由

阶段Ⅰ的 11%持续下降为阶段Ⅳ的 2%, 且对次数的

卡方检验表明, 上述差异在四阶段内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 χ2
(3) = 30.80, p < 0.001。 

 

 
 

图 6  不同阶段策略使用频率的变化 

 
3.4.2  四个阶段行为模式的变化 

图 7 为四个不同阶段第 1 步同色玩家换 5 个位

置牌的次数变化。第 1 步选择换右上位置的牌的各

种行为模式(C)的次数从阶段Ⅰ的 35%下降到阶段

Ⅳ时的 30%, 卡方检验表明, 其差异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 χ2
(3) =55.39, p < 0.001。其余行为模式的使用

次数虽然在四个阶段不断变化, 但差异均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 
 

 
 

图 7  不同阶段行为模式使用频率的变化 

 
3.4.3  策略变化的顺序—— 聚焦于阶段Ⅰ 

与策略和变化路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被试组

的行为模式及其使用策略是按照怎样的先后顺序

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是两人如何配合确认问题解决的最优策略并

坚持下去。由表 4 可知, 各被试组行为指标的变化

主要集中于阶段Ⅰ。因此, 研究通过分析阶段 10Ⅰ

局游戏中各组被试的策略表现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经 分 析 , 第 1 局 游 戏 时 , 有 17 组 被 试 采 用 了

4♣2♣2♥策略, 12 组采用了 4♣4♥2♥策略, 6 组采用

了其他策略。之后, 35 组被试策略的使用分为如下

情况： 
①坚持第 1 局应用的策略不变。10 局中坚持多少

局才算真正在应用此策略而非偶然或猜测？这可转

化为这样一个概率问题：在 10 次重复的选择中, 被

试每次在 3 个不同策略选项中选择某策略的次数为

多少时, 才证明他不是猜测？利用二项分布原理, 可

计算出偶然选择某策略的概率, 其公式为： 
( . . ) x x n x

nb x n p C p q −=  

其中, n = 10, p = 1
3

 = 0.33, q = 2
3

 = 0.67, 由于 np 

< 5, 故此题不接近正态分布, 应直接用二项分布

函数计算猜对各策略数的概率： 
0 10
10

1 9 1 9 1
10

2 8 2 8 2
10

(10,10,0.33) 0.33 0.00001531579 

(9,10,0.33) 0.33 0.67 10 0.33 0.67
0.000310957

(8,10,0.33) 0.33 0.67 10 0.33 0.67

b C

b C

b C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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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3 7 3
10

4 6 4 6 4
10

0.002841016

(7,10,0.33) 0.33 0.67 10 0.33 0.67
0.015381661

(6,10,0.33) 0.33 0.67 10 0.33 0.67
0.054651507

b C

b C

=

= × × = × ×

=

= × × = × ×

=

 

根据以上计算的每局游戏猜对某策略的概率, 
可用概率加法求得猜对本策略 7 题以上的概率为

0.018549, 不足 5%, 因此, 10 局游戏中, 有 7 次及

以上选择某策略才算真的在使用某策略, 不是偶然

或者猜测, 作此结论尚有 95%犯错误的可能。通过

分析, 共有 8 组被试在阶段Ⅰ坚持应用了 4♣2♣2♥

策略; 2组被试应用了 4♣4♥2♥策略。 
②将第 1 局应用的策略调整为其他策略。应用

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除第 1 局外的 9 局游戏中选择

某策略 6 局及以上不是猜测, 而是对策略的坚持。

通 过 分 析 , 共 有 6 组 被 试 是 这 种 情 况 , 均 为 由

4♣4♥2♥或其他策略变为 4♣2♣2♥策略。 
③偏向两种最佳策略之一。偏向是指将某些其

他策略视为两最佳策略的变式后, 10 局中有 7 次, 
或 9 局中有 6 次采用某最佳策略。例如, 4♣2♣3♣2♣ 
2♥策略可视为 4♣2♣2♥策略的变式, 因为二者均由

同点玩家用 2♥与目标位置的 2♣交换结束任务。经

统计, 有8组被试明显偏向 4♣2♣2♥、3组被试明显

偏向 4♣4♥2♥策略。 
④两种最佳策略并存。共有 6 组被试属于这种

情况。第25组被试两种策略各使用5次, 且无其他策

略; 第33组被试除前2局采用其他策略, 两策略各使

用4次; 第13、14、23和26组被试将其中其他策略视

为不同变式后, 两策略的使用次数相等。 
⑤无固定策略, 一直处在摸索中。共有2组被试

属于这种情况。 
3.5  策略变化的速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四个不同阶段被试组采用

的策略在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的速率如何？这可通

过分析相邻两个阶段内 3 种策略使用次数的变化及

其差异检验来回答。由表 6 可知, 只有阶段Ⅰ和阶

段Ⅱ中 4♣4♥2♥策略的增加及其他策略的减少达到

了显著差异：χ2
(1) =4.80, p < 0.05; χ2

(1) =9.31, p < 
0.01, 其他相邻两阶段三类策略的使用次数均无显

著性差异。这表明策略的变化在阶段Ⅰ和阶段Ⅱ间

最为明显和迅速, 其余阶段间相对隐蔽和缓慢。 
3.6  策略变化模式的多样性 

由上述策略变化路线的分析可知, TTT 扑克牌

游戏中策略变化模式存在多样性。通过每组被试在

四个不同阶段采用策略的变化, 可以全面分析策略

变化模式的特点, 结果见表 7。 
 

表 6  35 组被试不同阶段策略使用次数的卡方检验 

策略 
阶段Ⅰ  

阶段Ⅱ 
阶段Ⅱ  

阶段Ⅲ 
阶段Ⅲ  

阶段Ⅳ 

4♣2♣2♥ 0.52 0.00 1.48 

4♣4♥2♥ 4.80* 0.03 1.37 

其他 9.31** 0.62 0.89 

 
通过上述计算猜测率的方法, 表 7 中“固定”的

涵义为 10 局游戏中, 7 局及以上选择了某策略; “调

整”的涵义为 10 局中坚持某策略不到 7 局; “偏向”
的涵义为将一些其他策略视为本策略后, 10 局中有

7 局使用本策略或者 9 局中有 6 局使用本策略; “并

存”的涵义为两种最佳策略各采用 5 次或去掉其他

策略后, 使用两种策略的次数相等。由表可知, 35
组被试在四个实验期间表现出 33 种变化模式, 可

谓复杂多变。 
3.7  策略变化的来源 

通过事后访谈可知, TTT 扑克牌游戏后期几乎

所有被试组均意识到了两人所采用的策略, 这些策

略经由双方互相磨合形成, 磨合的过程是策略和行

为模式变化的主要原因。 
(1)策略形成的方法 
第一, 心中有明确的策略, 主动创造条件配合

对方或等待机会。例如, 有玩家说：我要拿红心 2, 
等待对方把梅花 2 放在目标位置去换以完成游戏

(01-D)。可见 , 作为同点玩家的他脑中有清晰的

4♣2♣2♥策略。再如, 还有玩家结合自己身份主动

配合对方：因为我是同点玩家, 达成目标的概率低

于同色玩家, 故基本给对方制造条件, 让对方尽早

达到目标, 除非能在明牌中一眼看出我可以达成目

标(11-S)。显然, 他拟采用的是 4♣4♥2♥策略。 
第二, 通过揣摩对方的行为模式, 适时调整配

合策略。有玩家通过观察, 确定了“被动”配合策略：

多做几局就发现他比较喜欢先把草花 4 换成红的, 
如果我的第一张牌不是 2, 我会先换它成草花 2 或

者红 2, 如果我手上是这张牌, 一般都懒得换, 直
接等对手换到合适的牌(25-S)。还有玩家描述了自

己复杂的推理过程：通过同色玩家出的第一张牌, 
来暗示“目标位置”是用同色完成 , 还是同点完成 , 
这就需要同色玩家先有计划, 哪种方法用的步骤最

少。然后同点玩家要通过同色玩家的换牌推测他的

计划, 确定谁来完成最后一步, 谁来做辅助(3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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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35 组被试在四个阶段所用策略的变化模式 

第　局 阶段Ⅰ 阶段Ⅱ 阶段Ⅲ 阶段Ⅳ 被试组 

固定 固定 01, 08 

偏向 4♣4♥2♥ 固定 22 固定 

调整 偏向 4♣2♣2♥ 29 

并存 固定 固定 15 

偏向 4♣　　2♥ 并存 并存 17 

变为 4♣4♥2♥ 并存 偏向 28 

固定 

偏向 偏向 固定 6 

偏向 4♣4♥2♥ 偏向 4♣2♣2♥ 9 调整 偏向 4♣4♥2♥ 
调整 偏向 23 

偏向 并存 12 

偏向 固定 16 
 

并存 
固定 并存 29 

偏向 4♣4♥2♥ 固定 21 偏向 
偏向 固定 32 

并存 并存 固定 30 

4♣2♣2♥ 

偏向 

固定 偏向 并存 19 

固定 固定 2 固定 
偏向 固定 34 

变为 4♣2♣2♥ 
　固定　 

变为 4♣4♥2♥ 偏向 变为 4♣2♣2♥ 20 

并存 并存 调整 5 偏向 
固定 固定 固定 11 

固定 偏向 18 固定 偏向 
偏向 4♣2♣2♥ 并存 7 

偏向 4♣2♣2♥ 调整 偏向 4♣2♣2♥ 10 

变为 4♣2♣2♥ 并存 变为 4♣4♥2♥ 14 

偏向 偏向 并存 13 

调整 

调整 固定 调整 35 

4♣4♥4♥ 

并存 固定 偏向 4♣2♣2♥ 变为 4♣4♥2♥ 25 

调整 固定 并存 3 变为 4♣2♣2♥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27,31 

偏向 4♣4♥2♥ 固定为 4♣4♥2♥ 偏向 4♣2♣2♥ 4 

并存 并存 偏向 4♣2♣2♥ 26 

其他策略 

调整 

调整 变为 4♣4♥2♥ 偏向 4♣2♣2♥ 33 

 
第三, 过牌(P)的暗示作用。有玩家通过过牌暗

示对方自己手里有关键牌, 让对方配合自己：如果

我手里有红 2, 我会不换牌, 暗示让对方换红牌到

目标位置玩家(03-S)。还有玩家通过观察牌面变化

和反应时间推测对方过牌的原因：如果看到牌没有

什么变化, 说明红二已经出现。这个时候, 如果同

伴点了对手继续, 那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04-D); 
如果对家一直“过” (很快地轮到我)这就说明, 他手

中有目标位置的牌了。 
第四, 通过明牌(U)提示对方, 进行无声交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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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点玩家 07-D 这样处理关键牌：如果手上有红心 2
但是自己又不能达到目的, 就放在亮牌位置, 方便对

方换取, 完成任务。又如 13-S 的描述：如果一方拿到

目标牌暂时无法实现任务时,就把目标牌放在名牌的

位置,看谁更快完成谁就先拿目标牌。编号为 12-D 的

被试没有关键牌时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先换明牌,以让对方了解自己手中的牌。 

(2)策略变化或配合不当的原因 
第一, 规则的熟悉及熟练应用需要时间。开始

几局, 有玩家对自己的身份特点应用不熟练：游戏

开始几道题不是很默契, 总是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

(10-D); 也有玩家总是控制不住竞争的心理：刚开

始的时候总觉得我和同伴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没有

相互配合。这正如某玩家(09-D)的总结：这是一个

必经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测验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

是熟悉游戏和探索配合方法 , 然后再去寻找策略 , 
最后基本稳定。 

第二, 过于“理性”导致的配合不良。许多玩家

会按照初始牌局特点, 设想不同境况下的不同反应, 
如对方不能跟上自己的节奏就会出现配合不流畅

的情况。如编号为 04—S 的玩家描述了 4 种情况下

该如何反应：谁手里有红桃 2 的话就先不走, 手里

没有红桃 2 的人就尽量给对方做牌, 把目标位置换

成对方能换的牌, 然后让对方来走。如果这两点都

不符合的话就换两张暗牌。如果出现了不太配合的

情况就把红桃 2 换到明牌上, 作为一个提示, 告诉

对方手里是什么牌, 这样就可以形成配合了。 
第三, 双方想法不匹配。有的是“太想配合”而

导致的“不配合”：我们没有形成固定的策略, 有时

都想给对方提供换牌的可能, 结果弄巧成拙(12-S); 
有的是对双方的分工有不同理解, 如 08-S 所述：双

方需要在游戏当中形成分工, 一个人做牌(注：将目

标位置换成 2♣或 4♥), 一个人胡牌(注：用 2♥换

牌)。但是同色应该比同点容易胡牌, 但我的队友好

像没太意识到, 总在等着我给他做牌。还有对双方

地位的定位存在偏差：开始时, 主动置换明牌的一

方 , 是有策略、在合作中居于领导和主动地位的 , 
另一方就是跟随者, 这样就容易合作。如果双方在

合作中争夺主导权, 会走很多冤枉路(12-D)。 

4  讨论 

4.1  TTT 扑克牌游戏为依托的两人问题解决中

的惯例现象 
惯例这一概念源于组织、管理和经济学文献

(Becker, 2007; March & Simon, 1958; Nelson & 
Winter, 1982; Stene, 1940), 可以视为一种群体思维

定势(Cohen & Bacdayan, 1994)。本研究在重新设计

的 40 局 TTT 扑克牌游戏中, 证明了这一现象的普

遍性。 
研究首先采用事前事后设计和分析的思路探

讨了前后 5 局模板上被试组表现的差异, 这相比

Egidi (1996)的研究将 5 局重复模板放到 40 局的中

间且未对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是一种改进。研究发

现, 经过 30 次重复性解决同一类问题, 被试组在同

一模板上问题解决的效率以及所应用的策略均发

生了变化(图 4)：第一, 对每个模板上前后 5 局的对

比表明, 在每局的得分、所用步数和步时上, 前后 5
局的差异在模板 2、3、4 上比较明显; 在平均步时

上各个模板上差异均非常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模板

1 和 5 相对简单, 不论是否形成惯例, 只要理解了

游戏规则, 完成并不难。平均步时这一指标对问题

解决效率的体现更为明显, 它反映的是被试进行每

一步换牌的思考时间。如果已经形成惯例, 虽然完

成每局所用总时间上可能变化不大, 但每一步动作

的目的性会更明确, 因而, 降低的幅度也最明显。

第二, 将前后 5 局各视为一个整体, 对比其各项指

标前后 5 局的差异后发现, 在反映问题解决效率的

各项指标上, 均是后 5 局好于前 5 局, 具体体现为

总得分的增加、完成每局总时间的减少, 和完成每

步总时间的减少, 但在完成每局的总步数上却无显

著差异。这说明, 问题解决效率的提高, 集中体现

于获益和问题解决的速度上 , 对于所付出的努力 , 
即步数不敏感。在策略的变异上, 研究发现其主要

体现在其他策略运用的减少上。这说明被试组问题

解决过程中, 逐渐变得更为理性, 不再采用次优策

略, 转而探索最佳策略。 
对惯例的验证和描述研究借鉴并完善了前人

的指标：(1)可靠性的增加。 这代表了问题解决质

量的提高。首先, 为方便理解, 本研究改变以往用

四分位差作为衡量指标的做法(Cohen & Bacdayan, 
1994), 直接用玩家完成每局游戏所用步数和被试

组每局游戏得分作为衡量指标。通过这两个指标的

刻画发现, 被试组在重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其可

靠性逐渐增加, 说明了惯例存在的可能。这是因为

惯例的作用之一是节省认知资源, 它的出现会使行

为越来越自动化, 进而空出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高

水平的思考和更加复杂的决策(Becker, 2008)。(2)
速度的提高。它是问题解决效率提高的时间指标。



1128 心    理    学    报 45 卷 

 

本研究对其进行了两处修正：第一, 研究用被试完

成每局游戏的总时间(由电脑自动记录)代替以往研

究(Cohen & Bacdayan, 1994)采用各组完成每局游

戏所用的平均时间(需事后计算)。这样, 通过采用

原始数据不仅增加了研究的生态效度, 还使数据处

理简洁化。第二, 研究增加了平均步时这一指标。

不同局甚至同一局游戏都可以用不同的步数来完

成 , 每一步换牌时间直接体现了个体的思考时间 , 
惯例的存在会使思考解决方案的时间缩短(Betsch, 
Fiedler, & Brinkmann, 1998; Betsch, Haberstroh, & 
Höhle, 2002)。分别以上述两个指标为因变量, 以局

数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均表明, 随着局数的增

加, 被试组完成每局游戏, 及每步换牌所用时间均

随着局数的增加而减少 , 即问题解决的效率在提

高。(3)重复行动序列的存在。这一指标以往只限于

描述且仅列举了 UU*T 策略(Cohen & Bacdayan, 
1994), 本 研 究 不 仅 总 结 了 被 试 组 在 重 新 设 计 的

TTT 扑克牌游戏中其他的模糊行为模式; 还总结了

完整的行动序列。研究表明(表 2), 通过重复地解决

同一类问题, 被试组形成了惯例, 其集中表现在换

右上位置的牌(C)和明牌(U)上。由事后访谈可知 , 
明牌是被试在惯例形成中为与对方进行配合而有

意采用的方法。但换右上位置的牌则可能源于游戏

中因不断进行推理和逻辑分析而更多应用大脑左

半球的无意识行为, 这可由随着被试意识性的增加

其应用次数显著减少来证明(图 7)。(4)偶尔的次优

性。以往研究(Cohen & Bacdayan, 1994)对此或进行

进行简单陈述, 或直接不分析(王建安, 张钢, 2008), 
本研究通过个案剖析形象说明了惯例的顽固性。(5)
基于特定策略的反应模式。与之前预期相一致, 本

研究发现, 被试组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两

种最佳策略, 这说明惯例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 更

表现在认知层面。 
4.2  问题解决中的惯例的形成：微观发生视角下

的表征重述 
本研究表明, 被试组通过在不到 1 小时的时间

内重复地解决同一类问题, 形成了提高问题解决效

率的策略, 即惯例。这一过程既没有反馈, 也没有

指导, 惯例是如何形成的？显然, 答案只能从重复

性问题解决过程本身寻找。研究通过微观发生法的

分析表明, 惯例的形成表现为策略及行为的不断变

化和调整 , 即认知表征由无意识走向意识 , 由程

序性转向陈述性知识。这一过程符合表征重述理

论 的假设 (Kamiloff-Smith, 2001), 可 突 出表现为

两个阶段： 
第一, 行为掌握阶段, 它包括表征水平 I。由表

4 可知, 阶段Ⅰ中被试组每局得分、步数、每局用

时、每步用时均与余 3 个阶段差异显著, 但 3 个阶

段之间差异不显著。这符合 Kamiloff-Smith (2001)
关于表征水平 I 是成功取向的假设, 被试通过调整

行为和策略以提高问题解决效率。通过表 5 及表 6
的分析可知, 这一过程行为的掌握是突变的, 因为

本阶段的各项指标及所采用策略只与相邻的阶段Ⅱ

差异显著, 与其他阶段的差异均不显著。然而, 本

阶段被试问题解决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惯例的

形成。例如, 虽然阶段 I 时有 16 组被试固定了策略, 
但后续阶段他们并未坚持这些策略, 而是不断对其

进行调整(表 7)。 
第二, 表征重述阶段, 包括表征水平 E1、E2

和 E3。在阶段 I 的基础上, 被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自己的行为和策略, 使其通达意识。这体现为三阶

段内各项指标为代表的问题解决效率的缓慢提高

(表 4), 其他策略使用频率的持续下降(图 6)及无意

识 行 为 ( 换 右 上 位 置 牌 ) 的 逐 渐 较 少 ( 图 7) 。 与

Kamiloff-Smith (2001)通过儿童实验对三类外显表

征水平的清晰描述不同, TTT 扑克牌游戏由于阶段

Ⅱ和阶段Ⅲ被试的意识性无法测量, 三类表征只能

通过表 7 所示的各组被试策略使用的变化进行推

测。表征水平 E1 体现为阶段Ⅱ中被试策略的使用

更为多变和灵活。例如, 阶段 I 中偏向 4♣2♣2♥策

略的 7 组被试在阶段Ⅱ中有 4 组两种策略并存, 而

并存体现了表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再如, 其他策略

的使用率从11%下降为4% (图6)。表征水平 E2 体现

为阶段Ⅲ中策略的使用更为丰富、连贯。例如, 阶

段Ⅱ中两种最优策略并存的 3 组被试在阶段Ⅲ时均

固定或偏向 4♣4♥2♥策略, 且其他策略的使用率进

一步下降为 3%。表征水平 E3 体现为阶段Ⅳ中策略

使用的确定性。例如, 阶段Ⅲ时有 12 组被试固定了

策略, 阶段Ⅳ有 17 组被试固定了策略。而且, 与前

3 阶段两最优策略同时增加的趋势不同, 阶段Ⅳ中

4♣2♣2♥策略增加, 但 4♣4♥2♥策略减少。这说明

被试对两种最优策略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 
4.3  惯例的稳定性、意识性及与陈述性知识的

关系 
本研究采用微观发生法的设计和分析思路, 阐

明了惯例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 为其意识性、稳定

性争议及其与陈述性知识关系提供了动态解释。由

上述分析可推测：阶段 I 中被试致力于行为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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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是程序性知识, 惯例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意识

的, 也未完全形成; 直到阶段Ⅳ被试组才形成了问

题解决的最优策略, 并能用言语报告, 即惯例已转

变为陈述性知识。可见, 惯例经历了由陈述性知识

变为程序性知识, 由无意识转向意识过程。这说明

以往 Cohen 和 Bacdayan (1994)所述的惯例是作为

程序性知识进行存储的观点并不全面, 惯例应是程

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的结合。另外, 从微观产生

过程来看, 惯例是不断变化(表 7)的, 会存在策略

的调整、并存、偏向和固定几种状态。 
上述解释与惯例生成观的描述不谋而合, 本研

究 为 其 提 供 了 实 验 支 持 。 Feldman 和 Pentland 
(Feldman & Pentland 2003; Pentland & Feldman, 
2005; Pentland et al., 2012)认为, 惯例包含形式面

和执行面两部分。前者说明惯例由什么组成和用来

做什么, 具有原则性; 后者涉及组织惯例的具体化, 
指特定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参与特定组织惯例活

动的真实行为。在任何实际的情境中, 惯例的两个

方面均由各种载体承载或驱动。在 TTT 扑克牌游

戏为载体的惯例中, 作为抽象面, 形式面不仅如前

人所述(Becker, 2008)存储于程序性记忆中, 本研究

证实, 它也存储于陈述性记忆中。从惯例的微观产

生过程来看, 行为的掌握相当于惯例的执行面, 而

惯例形成的最终阶段则相当于形成了惯例的形式

面。这一过程与以往研究者所述一致(Feldman & 
Pentland, 2003; Pentland & Feldman, 2005), 体现了

变化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形式面作为目标在还没有

达到或未达到理想状态时, 会一直保持稳定; 这时, 
执行面为了与其保持一致会不断变化。综合上述分

析, 当以微观发生的视角重新审视惯例时, 惯例的

生成观可重新表述为图 8。 
 

 
 

图 8  惯例的新生成观图示 

 
由图可知, 惯例由相互联系和彼此转化的形式

面和执行面组成, 并由一定载体承载, 其形成体现

为由执行面通过表征水平 I 至 E3 的重述而通达形

式面, 并经历由程序性向陈述性知识以及由无意识

向意识的转化过程。这从惯例产生过程的角度细化

了生成观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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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 solving is a hot topic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has reached many consensuses. For example, it 
was found that individuals often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allow them to perform reliably and fluently. One 
important finding is the einstellung effect. Recently, research on einstellung effect has extended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people. Although most empirical studies adopted the task of Transform The Target (TTT) created by 
Cohen and Bacdayan (1994), this task has not gained as much attention as Tower of Hanoi because of its obscure 
validation indexes. Moreover, given lacking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routines, two problems, 
that is, the consciousness and stability of routines, the influence of declarative knowledge on routines are still 
remained controversial.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modify and validate the indexes of routines, describe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routines using the microgenetic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tudy purpose, an electronic program 
was developed by us. Seventy undergraduates were recruited and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to 35 pair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series of 40 hands TTT gam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microgenetic method. The 
moves, the tim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participant in the game were recorded. Payoffs were awarded to each pair of 
players when the tournament was finished. First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routines in this 
revised TTT game by modifying the picture and confirmation indexes; secondly, it examined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routines underlying the instruction of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redescription and microgenetic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routines in the two persons’ problem solving task—TTT game. 
This effect could be described and confirmed not only through comparing the beginning and finishing 5 hands 
but also the 5 indexes according to Cohen and Bacdayan’s study (1994): increasing reliability, increasing speed, 
repeated action sequences, occasional sub-optimality, and patterned behavior based on defined strategy.  

Based on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th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generation of routines is the 
outcome of representation redecoration that based on subjects’ behavior acquisition. The process could be 
pictured by measuring the path, rate, breadth, the source of behavior and strategies’ change. During the process, 
routines transformed from procedural to declarative, from unconsciousness to consciousness.  

These results firstly indicated that the revised indexes were more reasonable and could depict the routines 
better. Secondly,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study 2, the generative theory, which is the famous theory of routines, 
was improved. 
Key words  Routines; TTT game; problem solving; strategy; microgenetic method 


